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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流转能够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吗？

———来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证据

盖庆恩　程名望　朱　喜　史清华＊

　本文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数据，
分析了中国农地资源分配的基本准则，估计了农地资源误配的程度，
评价了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村庄
土地禀赋和家庭规模是决定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农地资
源存在资源误配且误配的程度逐年提高；只有转向农户的土地流转
才能有效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若政策以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为主要目标，则不仅要关注土地流转的程度，更应注重土地流转的
方向。

　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流转，资源误配
ＤＯＩ：１０．１３８２１／ｊ．ｃｎｋｉ．ｃｅｑ．２０２０．０４．１７

一、引　　言

土地既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极具社会价值的自然资源，又是农民基本的社
会保障及重要的生存资料，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一直都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
三十多年前集体化时代，中国农民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依然不能解决自己
的温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生产要素 （关键是土地）被严重束缚，农民的生
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由此导致了粮食生产迟滞不前，农村社会发展异常困难。
在生存压力下，农民不得已冒着巨大风险盘活农村土地要素。１９８２年１月１
日，中共中央批转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
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
制。这一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央 “一号文件”的出台标志
着农民搞活土地与劳动要素的行为被中央政府正式认可，并被正式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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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承包责任制”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得农地关系得到了划时代的解
决。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 “集体化
时代”农业生产中过高的监督成本，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对这
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８９；

Ｌｉｎ，１９９２），并由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农村土地进行平均分配，这忽略了农户在

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土地资源误配。从理论上看，如果土地市
场是完备的，那么生产效率高的农户由于具有较高的土地边际产出，其可以
转入土地来扩大规模，而生产效率低的农户由于土地的边际产出较低，其更
倾向转出土地。由此，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将土地由低效率的农户转移向高效
率的农户，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里，由于农地产权不够清晰，农村土地流转进展缓慢 （钱忠好，

２００２）。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农村土地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逐步形成
“落实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放活农地经营权”这一农
地工作新思路，农地流转也在 “三农”工作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土地资
源的重新配置成为农村经济工作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因此，估计中国农地资
源误配的程度，并评价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对政策实施和调
整具有重要意义。已有文献中，史清华和卓建伟 （２００９）分析了农村土地流
转发展缓慢的制度因素；郜亮亮和黄季焜 （２０１１）、俞海等 （２００３）、钟甫宁
和纪月清 （２００９）研究了农地调整对农业生产、投资等的影响；钱忠好
（２００８）、程令国等 （２０１６）等则分别研究了劳动力市场发展、农地确权等对
农地流转的影响；而冒佩华和徐骥 （２０１５）、冒佩华等 （２０１５）等则分别评价
了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
从资源误配的视角来研究土地问题。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２０１４）发
现由于制度和政策的约束，土地资源误配在不发达国家广泛存在。如果允许
土地自由流转，这些国家农业的劳均生产效率将提高一倍，如果考虑由此产
生的间接效应 （如人力资本积累），土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将更加可
观。盖庆恩等 （２０１７）、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Ｓａｎｔａｅｕｌａｌｉａ－Ｌｌｏｐｉｓ （２０１７）、Ａｄａｍｏ－
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９）及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ｕｃｃｉａ（２０２０）则分别研究了中
国、马拉维和菲律宾的土地资源配置情况。Ｃｈｅｎ （２０１７）发现不发达国家的
土地产权不清阻碍土地流转，并最终降低了不发达国家农业的生产效率；如
果土地产权明晰，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提高８２．５％。
本研究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详实的微观数据来研

究土地流转对中国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我们首先分析了中国农地

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１９８２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的正式定名，１９９８年中央在纪念改革开放
２０周年的报告中，首次使用 “家庭承包责任制”，并延续至今。本文统称为 “家庭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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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分配的制度基础，并通过微观数据来验证农户土地分配的基准原则，进
而分别使用方差和ＯＰ协方差来测量土地资源误配情况及其发展趋势，最后
基于村级数据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首先，村庄土地资源禀赋和家庭规模是决定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

农户土地生产效率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呈负相关或不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当前
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存在误配；其次，中国农村的土地资源误配程度随着时间
的推移呈恶化趋势；最后，土地转入和转出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有着不同的
影响，其中农户的土地转入能够显著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这意味着在现
实中，若以提高农地配置效率为政策目标，则不仅要注意土地流转的程度，

还应关注土地流转的方向。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方面，我们基于详实的
微观数据实证证明了中国农村土地经营规模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我们估
计了中国农村土地资源误配的程度，并研究了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重点介绍数据来源；第三部分将从理
论上说明中国农地分配的基本原则，并基于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
分则分别通过方差和 ＯＰ协方差来衡量土地资源误配程度；第五部分实证分
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村固定观察点是１９８４年经中
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具体组织实施调查。

本项调查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除１９９２和１９９４年因故未进行调查外，至今已连续
观察长达３１年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该调查在各省 （市、自治区）选择样本村
约１０个／省，农户约１００户／村，年调查样本２万户左右，调查内容涵盖了农
户的生产、收入、投资和消费等各项活动。２００３年后农村固定观察点新增农
户家庭成员表，对农户各成员的个人信息、外出就业等进行了详细调查。由
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的样本区间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在此期间获得的初
始样本情况可见表１。

表１　全国固定观察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初始样本情况

年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村庄 ３１２　 ３３５　 ３３４　 ３１７　 ３４３　 ３５７　 ３４８　 ３５８　 ３４０　 ４０４

农户 １９　５８４　２１　０１３　２０　７４１　１９　３９４　２０　５６１　２０　７３５　２０　５０５　１９　５４４　２０　０１０　 １９　８７４

个人 ７８　３６５　８２　９７３　８２　４６６　７８　４１４　８１　６５４　８１　６４２　８０　０６１　７７　５４６　７７　０８７　 ７８　０７９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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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基于农户表中的农业生产情况调查数据计算得到农户家庭的农

业生产增加值，进一步使用分省的农业生产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来得到不
变价衡量的农户农业生产总产出 （２００４年为基准）。对农户的土地，我们分别
考虑了农户的承包耕地面积、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农户实际经营面积和农户
的土地流转情况等。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农户生产情况与家庭信息合
并，并删除关键信息缺失的样本。最后，考虑到异常值的影响，我们根据农
户的亩均产出对数据进行了１％截尾，最终形成本文后续分析所使用的样本。
需要说明的是，此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
表２给出了农户亩均产出和土地面积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平

均而言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农户亩均产出呈增长的趋势，从２００４年的每亩

７１９．７２元，提高至２０１３年的１　０８９．１１元／亩，增长了５１．３２％，年均增长

４．７１％，这与中国粮食生产的宏观变化趋势相同。与此同时，农户的土地经
营面积基本保持不变，户均承包面积约为７．５亩，户均经营面积略大于８亩，

而实际种植面积则接近１１亩。２

表２　农户亩均产出和土地经营面积统计

年份
亩均产出 （元／亩） 承包面积 （亩） 经营面积 （亩） 实际种植面积 （亩）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均值 中位数

２００４　 ７１９．７２　 ５８８．２８　 ７．４９　 ４．４０　 ８．２７　 ４．９０　 １０．９２　 ８．００

２００５　 ７２３．５４　 ５５６．８３　 ７．４３　 ４．５０　 ８．２２　 ５．００　 １０．９２　 ８．００

２００６　 ７５３．４５　 ５７０．５１　 ７．４１　 ４．５０　 ８．３０　 ５．００　 １０．８５　 ８．００

２００７　 ８３４．３９　 ６１１．９３　 ７．５２　 ４．５０　 ８．４１　 ５．００　 １０．９１　 ８．００

２００８　 ８６４．５６　 ６２７．４８　 ７．４７　 ４．４０　 ８．６８　 ５．００　 １０．８６　 ７．６０

２００９　 ９４２．９２　 ６４４．２９　 ７．４４　 ４．４０　 ７．６６　 ４．４０　 １０．５７　 ７．１０

２０１０　 ９７４．９０　 ６３３．４４　 ７．７６　 ４．５０　 ８．６４　 ５．００　 １１．０１　 ７．５０

２０１１　 ９９２．４６　 ６６８．５２　 ７．６３　 ４．４０　 ８．７７　 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７．３０

２０１２　 １　０８４．１８　 ６９０．１８　 ７．７２　 ４．５０　 ９．０３　 ５．００　 １１．１４　 ７．２０

２０１３　 １　０８９．１１　 ６８４．３０　 ７．５５　 ４．４０　 ８．００　 ４．４０　 １０．４６　 ６．５０

均值 ８９１．８８　 ６２３．１０　 ７．５３　 ４．５０　 ８．３９　 ４．９０　 １０．８７　 ７．６０

　　资料来源：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作者整理。

三、中国农地分配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家庭承包责任制一直是中国农村的基本土地制度。
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是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实行以家庭经营为主

２ 限于篇幅，文中仅报告了部分结果。全国农村观察点数据和样本数据处理的更详细情况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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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模式。而内生于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约束，农村普遍
选择了将土地人均分配作为主要的分配方式，以保证集体成员对土地的公平
占有和经营 （丰雷等，２０１３ａ）。这种特殊的土地分配方式忽略了农户在农业
生产效率上存在的差异，可能造成农村土地资源误配。在本部分我们将首先
分析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分配的制度基础，从逻辑上说明中国农村土地资源误
配的根源和制度逻辑，进而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分析当前农村土
地资源误配的影响因素，验证造成土地资源误配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延续至今。

（一）中国农地分配的制度基础

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决定农户家庭土地规模的因素主要有二：其一是农
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禀赋。农村集体拥有越多的土地，那么可用于分配给农户
的土地也将越多，在集体成员人口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农户获得的土地规模也
将越大。其二是农户家庭规模。在集体土地资源禀赋给定的条件下，由于土地
在集体内部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因此农户家庭规模越大，其获得的土
地数量也将越多。而为了保证各成员对土地的这种 “平均”占有，中国农村的
农地往往会进行调整 （包括大调整和小调整两种基本方式），但是土地调整所带
来的地权不稳定降低了农户进行中长期土地投资的激励，不利于土地流转市场
的形成，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担心，中央政府早在１９８４
年就提出农村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１５年不变”，希望在承包期内尽量不调整土
地；１９９３年又进一步提出土地承包经营权 “３０年不变”，提倡承包期内 “增人
不增地、减人不减地”。１９９７年中央明确提出不允许进行 “大调整”，并限定了
“小调整”的条件；２００２年的 《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２００７年的 《物权法》则
明确规定 “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并进一步严格了小调整的条
件。虽然政策安排要求农民尽可能稳定承包关系，少调整土地，但是从现实来
看，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对土地的调整尤其是小调从未停止。丰雷等 （２０１３ｂ）、

Ｚｈａｏ（２０１６）等均发现土地调整在农村普遍存在，人口变化是主要原因。
综上可见，农村土地分配的基础是 “集体所有下的村 （或组）内平均”，

而农户土地承包规模的大小取决于其集体资源禀赋和农户家庭规模。在上述
的制度安排中，土地在初始分配时主要考虑的是农户的家庭规模，而且由于
土地产权不够清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迟缓，这也就使得农户无法通过土地
流转来重新配置土地资源，从而可能造成土地资源误配，降低农业生产效率。
因此，家庭承包责任制内在的土地资源分配方式和相应的产权分配是中国农
村土地资源误配的制度基础。而进一步看，无论是大调整还是小调整，其土
地调整的依据均与农户的生产效率无关，因此并不会对农户土地资源误配的
制度因素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二）中国农地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上述分析说明了农户土地资源误配的制度基础。但是正如前文所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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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村土地制度一直处于动态的调整中，那么明确造成农户土地资源误配的
制度基础至今是否仍然存在是进行后续分析的必要步骤。为此，我们将基于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详实的微观数据来实证检验农地分配的影响因素。我们
将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研究村庄土地禀赋、家庭规模及农户农业生产效率对
其土地经营规模的影响：

Ｌａｎｄｐｖｉ，ｔ＝α×Ｈｅａｄｐｖｉ，ｔ＋β×ＨＨｐｖｉ，ｔ＋γ×Ｖｐｖ，ｔ＋ｆｉ＋ｆｔ＋εｐｖｉ，ｔ ，
其中Ｌａｎｄｐｖｉ，ｔ表示第ｔ年ｐ省ｖ村的农户ｉ的土地规模；Ｈｅａｄｐｖｉ，ｔ为该农户户
主的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ＨＨｐｖｉ，ｔ 为该农户

的家庭特征和农业生产效率，其中农户的家庭特征包括农户的家庭规模、劳
动力占比和土地块数；Ｖｐｖ，ｔ为该农户所处村庄的特征，主要为村庄的人均土地
面积；ｆｉ 表示农户固定效应；ｆ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ｐｖｉ，ｔ 为相应的残差项。α、β
和γ分别代表了相应的回归系数。对农户而言，其土地经营情况可以通过多
种方式来衡量，在本文，我们根据数据可得性和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分别
使用承包面积、经营面积 （包含承包地、承包组内机动地和转包地）、实际种
植面积 （根据当年农户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将所有农作物实际种植面积累
加得到）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农户土地经营情况。而对于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
我们则使用农户的亩均产出来衡量，在上述回归方程中，我们分别使用农户
滞后一期、滞后一期和两期的平均，以及滞后一期到三期的平均。最终的回
归结果可见表３。
表３中回归 （１）— （４）给出了因变量为承包面积时的结果。从回归

（１）可以看出，农户的家庭规模与其土地承包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
为０．２４９８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农户每增加１人，其承包耕地面积
将增加０．２５亩；村庄的资源禀赋同样与农户的土地承包面积正相关，回归系
数为１．１６７０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村庄的人均面积每增加１亩，农
户的承包面积会增加１．１７亩。在回归 （２）— （４）中，我们依次加入农户农
业生产效率的滞后项来研究农户农业生产效率与其土地承包面积的关系。回
归结果显示，农户家庭规模和村庄平均土地面积与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均呈显
著正相关，且影响程度与回归 （１）相近。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与其土地承包
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滞后一期亩均产出的回归系数为－０．１０８１ （１％水平
上显著）、滞后一期和二期平均的回归系数为－０．２２３０ （在１％水平上显著），
而滞后一期到三期平均的回归系数为－０．４４９９ （在１％水平上显著）。回归结
果意味着，如果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每提高１％，其土地承包面积将分别下降
０．１１％、０．２２％和０．４５％。在回归 （５）— （８）中，当因变量为农户经营面
积时，上述回归结果基本不变；而当因变量为农户的实际种植面积时，虽然
农户滞后一期的农业生产效率、滞后一期和二期平均效率与其实际土地耕种
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５６和０．０８８２，但并不显著，而滞后
一期到三期的平均效率则与其实际种植面积呈正相关关系，回归系数为
０．５３７９且在１％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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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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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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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ｐ
＜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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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上述结果可以看出，无论是承包面积、经营面积还是实际种植面积，
农户的家庭规模和村级人均土地面积均与其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户的农业生
产效率与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和经营面积呈负相关关系，与农户实际种植面积
基本无关。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村级土地禀赋和
农户家庭人口数量是决定其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本文的实证进一步验
证了该结论。而对于农业生产效率，从前文分析来看，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
应与其无关，但是表３回归 （１）— （８）的结果表明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这与陈海磊等 （２０１４）的发现相同。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土地质量差异。本研
究使用了农户亩均产出来衡量其生产效率，亩均产出由土地质量和农户自身
生产效率二者构成。前文所述，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土地分配采用的是按
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这里的平均不仅是数量上的平均，而且需要进一步考虑
土地质量差异。土地质量好的农户其生产效率更高，因此其分得的土地应更
少，由此产生农户生产效率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呈负相关。虽然，农户自身生
产效率与其经营规模不相关，但是由于无法控制土地质量 （虽然我们基于现
有条件使用农户经营的土地块数来控制其土地质量，但这并不能够准确衡量
农户土地的质量），由此相关结果既包含了农户自身生产效率对土地经营规模
的影响，也包含了在分配过程中农户土地质量与其规模间的负相关关系，从
而使得农户亩均产出与土地经营规模呈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看，虽然农户农
业生产效率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呈负相关，但是相应的影响程度非常小，农户
生产效率的变动并不会对土地经营规模形成实质性影响，几乎可以认为农户
的土地经营规模与其生产效率无关。

四、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程度的测量

在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户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影响之前，我们首先需
要衡量农户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程度。结合要素资源误配的相关理论和最新
进展，本部分我们将分别使用农户亩均产出的方差和 ＯＰ协方差来测量土地
资源误配程度。３

（一）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测量方法

１．方差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同质要素需要获得相同的回

报，这意味着所有生产者无论其生产效率如何，要素的边际产出都将相同，
否则要素将会转移到边际产出更高的生产者，在边际回报递减规律下，随着

３ 土地质量是影响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变量，限于数据，本文无法直接控制土地质量的影响。可以证
明在村庄内土地质量分布不变以及土地质量与农户真实生产效率不相关的假设下，土地质量不会影响
村庄农地资源误配的变化趋势。限于篇幅，文中略去，有兴趣的读者请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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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投入的增加，其相应的边际产出下降，直至最后同一要素在所有的厂商
具有相同的边际回报，此时要素不再流动，达到市场均衡。在此情况下，要
素边际回报的方差为０。对此状态的任意偏离都意味着要素资源配置不当，其
方差越大，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越低。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 （２００９）通过模型来
建立起企业的边际产出与经济加总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朱喜等 （２０１１）、龚
关和胡关亮 （２０１３）等均基于相似的思路研究了中国的要素市场扭曲。这些
文献中衡量要素市场扭曲的核心即为要素边际产出的分布情况，即方差或者
标准差。基于此，对农户土地市场扭曲程度，我们将首先基于农户土地生产
效率的发散情况来衡量。具体而言，我们将基于农户亩均产出的方差来测量
土地资源的误配程度。考虑到中国农村土地资源分配的实际情况，我们将主
要计算村级土地资源误配情况。

ＶＡＲｐｖ，ｔ＝
１
Ｎｐｖ
∑
Ｎｐｖ

ｉ＝１
ｙｐｖｉ，ｔ－ｙｐｖ，ｔ（ ）２，

其中，ｙｐｖｉ，ｔ 代表位于省份ｐ、村庄ｖ的农户ｉ的在ｔ年的亩均产出，ｙｐｖ，ｔ 为该
村农户亩均产出的算术平均，ＶＡＲｐｖ，ｔ 为农户亩均产出的方差，用来衡量该村
农户亩均产出的发散情况。ＶＡＲｐｖ，ｔ 越大，农户亩均产出越发散，村庄土地资
源配置不当程度越严重。

２．ＯＰ协方差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同质要素需要有相同的回报，否则要素将向生产

效率更高的生产者流动，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者将获得更多的要素投入，企
业生产规模也将更大。因此，企业的生产效率与规模间应存在正相关关系，
这一关系越强，经济资源配置的效率就越高。Ｏｌｌｅｙ　ａｎｄ　Ｐａｋｅｓ（１９９６）认为
行业的生产效率 （行业内企业生产效率取对数后的加权平均）可以分解为：
企业生产效率的算术平均与行业内企业的规模与其生产效率的协方差 （即ＯＰ
协方差）之和，即：

Ωｔ＝∑
ｉ
θｉｔｗｉｔ＝ｗｔ＋∑

ｉ
θｉｔ－θｔ（ ）ｗｉｔ－ｗｔ（ ），

其中，Ωｔ 为行业加总生产效率，ｗｉｔ 为企业的生产效率，θｉｔ 为企业规模情况，

使用企业要素投入占比或者产出占比来衡量，ｗｔ 和θｔ 分别代表了行业内企业
生产效率和规模的算术平均。聂辉华和贾瑞雪 （２０１１）、杨汝岱 （２０１５）等分
别应用ＯＰ协方差来研究中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情况。本文旨在分
析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由于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土地资源配置不当，ＯＰ协方差的
分析框架同样适用于本文研究。省份ｐ、村庄ｖ在ｔ年的亩均产出定义为：

ｙｐｖ，ｔ＝∑
Ｉ

ｉ＝１
ｙｐｖｉ，ｔｓｐｖｉ，ｔ＝ｙｐｖｉ，ｔ＋∑

Ｉ

ｉ＝１
ｙｐｖｉ，ｔ－ｙｐｖｉ，ｔ（ ）ｓｐｖｉ，ｔ－ｓｐｖｉ，ｔ（ ），

其中，ｙｐｖ，ｔ 为 省份ｐ、村庄ｖ的农业生产效率 （亩均产出），ｙｐｖｉ，ｔ 代表ｐ 省ｖ
村农户ｉ的生产效率，ｓｐｖｉ，ｔ 为该农户实际耕种土地面积占比，ｙｐｖｉ，ｔ 表示该村农
户农业生产效率的算术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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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ｐｖ，ｔ＝∑
Ｉ

ｉ＝１
ｙｐｖｉ，ｔ－ｙｐｖｉ，ｔ（ ）ｓｐｖｉ，ｔ－ｓｐｖｉ，ｔ（ ），

其中，Ωｐｖ，ｔ 为农户生产效率与其土地投入的协方差，该协方差越大，说明高
效率的农户得到的要素投入也越多，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

（二）土地资源配置不当的程度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我们衡量了村级土地资源误配的程度４。图１ （ａ）和 （ｂ）

分别给出了使用方差、ＯＰ协方差时衡量村级土地的误配情况。由前文所述可
知，方差越小、ＯＰ协方差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但是，从现实情况
来看，村级农户亩均产出存在较大差异，所有村庄的方差都显著大于０，这说
明从村级视角来看，农户土地资源存在误配。图１ （ａ）显示从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到

２０１３年，方差的均值呈增加的趋势，这意味着村内的土地资源误配在变得严
重。具体来看，２００４年农户亩均产出村级方差的均值为０．１４５０，而２００９年
和２０１３年二者分别增加至０．２７７８和０．３５６９，较２００４年分别增长９１．５９％和

１４６．１４％；２００４年村级方差的中位数为０．０８５５，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则分别增
加至０．１７５０和０．２４９１，较２００４年分别增长１０４．６８％和１９１．３５％。ＯＰ协方
差展现出与标准误相似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ＯＰ协方差的均值在逐渐减
小。２００４年，ＯＰ协方差的均值为－０．０３９６，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ＯＰ协方差的
均值分别降低到－０．０７５２和－０．０９０２，较２００４年分别降低了８９．９０％和

１２７．７８％；２００４年，ＯＰ协方差的中位数为－０．０１４４，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３年 ＯＰ
协方差的中位数则分别降低至－０．０３３２和－０．０３４７，较２００４年分别下降了

１３０．５６％和１４０．９７％。

图１　村级土地资源配置不当

４ 本文还测量了省级和全国的土地资源误配情况，考虑到省级和全国层面农户土地质量差异较大，且
土地流转主要发生在村级层面，因此将其作为附录。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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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村级土地资源配置不当 （续）

五、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一）土地流转的基本情况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家庭承包责任制下将土地按人口进行平均分
配，这忽略了农户在生产效率上存在的差异，是造成土地资源误配的制度基

础。那么，通过怎样的途径才能够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呢？如果农户的土

地是可以流转的，效率高的农户可以通过转入土地来扩大自身的生产规模；

而生产效率较低的农户由于土地的边际产出较低，其可以通过转出土地来调

整自身规模，直至二者土地的边际产出相等。因此，通过土地流转可以实现

土地由低效率向高效率农户的转移，进而提高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预

期的是，土地流转市场越发达，那么土地越可能实现从低效率农户向高效率

农户的转移。因此，土地流转程度越高，农户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应越高。

事实真的如此吗？本文将通过分析村级土地流转与其土地配置效率间的关系

来回答这一问题。

对于土地流转市场，我们将分别使用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比例和土地比

例来进行衡量，并分别作为土地流转的频度和力度。根据农户土地流转的方

向，我们还将相应变量进一步细化为转入土地农户比例、转出土地农户比例、

转入土地占比和转出土地占比。

ＨＨ′ｓｒａｔｉｏ 频度（ ）＝
参与土地流转的农户数
样本农户数

，

ＨＬ′ｓｒａｔｉｏ（力度）＝
参与流转的土地规模
农户经营总规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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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给出了农户土地流转的频度。从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转

入土地的农户占比较为稳定。２００４年，５．４７％的农户转入了土地，而至２０１３
年有３．１４％的农户转入了土地，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平均而言，４．７５％的农户转入

了土地。相比于转入土地农户占比，转出农户的比例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

渐上升。２００４年，有５．４２％的农户转出了土地，而至２０１３年转出土地的农

户占比则上升至１１．４５％，上升了６．０３个百分点，年均上升０．６０个百分点。

图２ （ｂ）给出了农户土地流转的力度。与图２ （ａ）中相似，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转

入土地的面积占比也较为稳定。２００４年，农户转入土地占总耕地的面积为

２．１６％，而２０１３相应的数值则为１．５９％，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平均而言，农户转

入的土地面积占比为２．０３％。相比于转入的土地占比，转出的土地占比却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上升。２００４年，农户转出的土地面积占比为２．６５％，而

至２０１３年转出的土地面积占比则上升至８．４２％，上升了５．７７个百分点，年

均上升０．５８个百分点，与转出农户占比相近。

对比图２ （ａ）和 （ｂ）可以发现两个现象。首先，无论是参与土地流转的

农户比例还是土地流转的规模，转出均要显著高于转入。对于农户土地流转

的频度，转出农户比例显著高于转入农户的比例，这意味着在实际中转出与

转入呈多对一，土地规模趋向集中。但是，考虑到土地总量是恒定的，那么

转入和转出的土地规模应该相同。图２ （ｂ）显示转出土地规模占比要显著高

于转入土地规模，这与上述推断相悖。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现实中农户土地

流转存在多种对象，可能为企业、农业合作社以及农户等。但是，在上述分

析中仅包含了农户转入部分，因此可能会呈现出转出比例要高于转入比例。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从２００９年开始调查了农户土地流转的对象，其中对农户

转出土地的对象划分为：转包给企业、转包给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转包给其

他农户。为此，我们进一步将土地流转的对象限定为农户间，即农户土地转

出对象仅为农户而重新计算土地流转的频度和力度，其相应结果可以见图２
转出农户比例ｂ和转出土地比例ｂ。通过比较发现，调整后土地转入和转出间

的差异大大缩小。平均而言，从频度上看，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间农户间的土地流

转比例为４．１３％，相应地转入农户比例为４．５５％，二者的差值仅为０．４２个

百分点；而从力度上看，农户间土地流转占比为２．４３％，农户转入土地规模

占比为２．０３％，二者相差０．４个百分点。以上比较同时说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间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增长主要来自农户向非农户 （如企业、合作社等）的

流转，这与政策调整的方向和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情况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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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农户土地流转情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

（二）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中，同质要素需要有着相同的回报，否则该经济存在
要素资源误配。通过将要素从边际产出低的生产者重新分配至边际产出较高
的生产者，在保持社会要素总投入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重新配置能够提高
经济配置效率，增加社会总产出 （姚洋，２０００；Ｈｓｉｅｈ　ａｎｄ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



３３４　　 经 济 学 （季 刊） 第２０卷

因此，土地流转对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至关重要。本文将进一步实证检验

中国当前的土地流转是否能够有效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为此，我们建立

如下回归方程：

Ｍｐｖ，ｔ＝α×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ｖ，ｔ＋β×Ｌａｎｄｒｅｎｔｐｖ，ｔ＋ｆｐｖ＋ｆｔ＋εｐｖ，ｔ，

其中Ｍｐｖ，ｔ 表示ｔ年位于ｐ省的村庄ｖ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在此我们分别使

用村庄样本农户亩均产出的方差 （ＶＡＲｐｖ，ｔ）和ＯＰ协方差 （Ωｐｖ，ｔ）来衡量；

Ｖｉｌｌａｇｅｐｖ，ｔ 为控制变量，包含村庄的人均土地规模、村庄人均收入等；

Ｌａｎｄｒｅｎｔｐｖ，ｔ 为该村的土地流转程度，分别使用上述定义的转入土地农户占

比、转出土地农户占比、转入土地规模占比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来衡量；ｆｐｖ
为村级固定效应，ｆｔ 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ｐｖ，ｔ 为相应的残差项，α、β为相应的回

归系数。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知道，当使用ＶＡＲｐｖ，ｔ 来衡量土地配置效率时，

ＶＡＲｐｖ，ｔ越大则土地配置的效率越低，因此可以预期β＜０；而当使用Ωｐｖ，ｔ来

衡量土地配置效率时，Ωｐｖ，ｔ 越大则土地配置的效率越高，由此可以预期

β＞０。　
表４中Ｐａｎｅｌ　Ａ报告了因变量为ＶＡＲｐｖ，ｔ 时的结果。回归 （１）和 （２）分

别报告了使用转出土地农户占比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来衡量土地流转程度的

结果。从最终结果上来看，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９４４和０．１９８８，且分别

在５％和１％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参与转出土地的农户比例越高、转

出土地占比越高的村庄，其相应的资源配置效率越低，这与本研究的预期相

悖。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在转出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转向了非农户，这可能导

致上述结论无法反映土地流转的真实影响。为此，我们进一步将农户的土地

流转限定为农户间的流转 （转出农户占比ｂ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ｂ），相应的

回归结果可见回归 （３）和 （４），从最终结果来看，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５３７
和０．０１８８且统计不显著。而回归 （５）和 （６）则分别给出了使用转入土地农

户占比和转入土地规模占比来衡量土地流转程度的结果。从最终结果来看，

二者均对ＶＡＲｐｖ，ｔ 有显著负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２０４９和－０．３１４３，

且分别在１％和５％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从转入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程度越

高，农户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与前文的分析相符。

表４　土地流转对农地配置效率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
因变量：方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转出农户占比ａ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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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ａｎｅｌ　Ａ
因变量：方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ａ ０．１９８８＊＊＊

（０．０５１８）

转出农户占比ｂ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９１１）

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ｂ ０．０１８８

（０．１１７０）

转入农户占比 －０．２０４９＊＊＊

（０．０６３５）

转入土地规模占比 －０．３１４３＊＊

（０．１２６２）

Ｎ ３　２１６　 ３　２０９　 １　６３１　 １　６２６　 ３　２１６　 ３　２０９

Ｒ２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６　 ０．１２８　 ０．１２６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１

Ｐａｎｅｌ　Ｂ
因变量：ＯＰ协方差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转出农户占比ａ ０．０３７０

（０．０２７９）

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ａ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３８９）

转出农户占比ｂ ０．１０２２＊

（０．０６１９）

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ｂ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４１９）

转入农户占比 ０．１７１３＊＊＊

（０．０４６２）

转入土地规模占比 ０．１６８４＊

（０．０８８７）

Ｎ ３　２７４　 ３　２６２　 １　６８３　 １　６７５　 ３　２７４　 ３　２６２

Ｒ２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３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村级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注：（１）控制变量包含人均土地面积、人均收入、村庄规模、劳动力比例、劳动力外出比例；

（２）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相对应的标准误；（３）＊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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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中Ｐａｎｅｌ　Ｂ报告了因变量为Ωｐｖ，ｔ 时的结果。同样地，回归 （１）和

（２）分别报告了使用转出土地农户占比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来衡量土地流转

程度的结果。从最终结果上来看，二者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０．０３７０ 和

－０．０４９７，但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从土地转出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并

不显著影响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同样地，我们进一步将土地流转定义为农

户间的土地流转来重新研究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回归

（３）和 （４）报告了相应的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以农户为对象的土地流转对

农业生产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１０２２和０．０８１５，且分别在

１０％和５％水平上显著。而回归 （５）和 （６）则分别给出了使用转入土地农户

占比和转入土地规模占比来衡量土地流转程度的结果。从最终结果来看，二

者均对ＯＰ协方差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１７１３和０．１６８４，且分

别在１％和１０％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从转入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程度越高，

农户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符合本文的预期。

对比表４的回归结果能够发现，从转入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符合前述理论分析；而从转出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 （转出

农户占比ａ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ａ）并不能提高甚至会降低土地配置效率。虽

然从转入和转出视角均衡量的都是土地流转，但是得到的结论并不一致。造

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数据本身的原因。本文所

使用的数据中，农户土地转出的对象分别为农户、企业及合作社等。但是由

于本调查中并未包含相应的企业和合作社信息，因此无法将转出土地的农户

与合作社一一匹配起来，也就无法反映出这部分农户转出后的配置情况。因

此，用转出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由于未能完全包含所有样本而可能低估了土

地流转所带来的影响。其次，转出土地的用途可能发生变化。在农户转向企

业或合作社的土地中，考虑到在现实中农地进行非农经营往往能够带来更高

的收益，有相当比例的土地转变用途，农地的 “非农化、非粮化”现象较为

普遍。由于农户是理性的，其追求自身收入的最大化，这部分的土地流转，

农户的收入将均得到显著提高，因此从收入视角上看土地流转无疑是有效率

的 （冒佩华和徐骥，２０１５）。但是，从农业生产的角度看，由于农地的 “非农

化、非粮化”，此时的农业生产效率却并不一定得到提高。本文主要研究了土

地流转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 （用亩均产出的方差或者 ＯＰ协方差来衡量），

而在农户转出的土地中既包含了继续用于农业生产的部分，也包含了 “非农

化、非粮化”的部分，因此从粮食生产 （农业生产效率）的视角来看，此时

的土地转出未必是有效的。当我们进一步将土地流转限定为农户间的流转时

（转出农户占比ｂ和转出土地规模占比ｂ），农户转出行为开始对土地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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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有正向影响 （表４Ｐａｎｅｌ　Ｂ中回归 （３）和 （４）），这间接印证了上述推

断。但是，限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对此无法展开研究，并准确区分上述两种

原因。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中国农村土地实行的是按照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

这种平均分配忽略了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的差异，可能导致土地资源配置

不当。已有文献主要研究了中国农村土地流转不畅的原因、土地流转对农户

行为的影响等，而对土地流转与农地资源配置效率间的关系缺乏关注。本文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跟踪观察点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数据进行研究，发现：

首先，村庄土地资源禀赋和家庭规模是决定农户土地经营面积的核心因

素，农户土地生产效率与其土地经营规模呈负相关或不相关关系。这说明虽

然经过四十多年的调整，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核心机制仍得到了保留，中国农

村土地资源存在误配。

其次，中国农村土地资源误配程度随时间的推移呈恶化的趋势。具体来

看，２００４—２０１３年间，村庄内农户亩均产出的方差由２００４年的０．１４５０上升

至２０１３年的０．３５６９，提高了１４６．１４％；而在此期间农户亩均产出与其土地

投入的ＯＰ协方差则呈下降趋势，２００４年ＯＰ协方差为－０．０３９６，至２０１３年

则下降至－０．０９０２，下降了１２７．７８％。

最后，土地流转的方向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存在异质性影响。实证分析

表明，转入和转出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农户转入视角衡量的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而从转

出视角衡量的则不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从

农户土地转出后的去向来看，有部分土地转向了公司、合作社等对象，但是

由于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为农户数据，未能够包含上述流转对象，因此可能

会低估土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从现实中来看，

由于 “非农、非粮”经营往往能够获得更高的收入，农户转向企业、合作社

的土地其 “非农化、非粮化”较为普遍，此时虽然农户的收入仍然得到提高，

经济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但是农业生产效率并不一定得到提高。

由于数据和方法等方面的约束，本研究还存在一定局限。首先，固定观

察点的所有样本均为农户，但是从现实来看土地流转并不仅仅存在于农户间，

而土地流转的主体还包括家庭农场、合作社等。由于缺乏必要的数据，本文

无法继续深入分析农户与上述不同类型主体间的土地流转情况，并探讨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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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类主体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土地质量的影响。由于无法剔除土地

质量的影响，本文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了绝对意义上的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未来需要精确的数据来控制土地质量的影响，更加准确地衡量土地资源的误

配情况。最后，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了农户面板数据来解决不随

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而对于其他可能引起内生性问题

的因素由于数据的限制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当前农村正在进行的改革为解决

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未来可以基于土地确权颁证等来进一步识别和评估土

地流转对农地配置效率影响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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